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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慈善捐赠：社会责任还是制度压力？
干一卿   徐拓倩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中国私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较多研究关注了私营企业捐赠的各个影响因素。在中国语境下，研究者往往聚焦于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捐款行为的影响，并普遍发现了二者之间显著的正向关系。然而，现有文献对政治关联为何能够正向影响企业捐款行为的讨论仍略显不足，即现有研究均从资源依赖理论进行解释，但本文认为这一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两种可能的机制解释。其一，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出发，具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倾向于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转而强调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其二，从中国特定的政商关系环境出发，强调具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从事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非盈利性社会活动是迫于制度压力，例如政府摊派。本研究利用1997年至2008年的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对上述两类机制进行了鉴别与比较，发现“制度压力”这一机制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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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Charitable Don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GAN Yiqing    XU Tuoqian
Abstract:
[bookmark: OLE_LINK244]The charitable donation from private enterprises is a vital part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A great amount of researches have already tested various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t, within which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attracts a lot of attention. Many scholars have found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likelihood of private enterprises’ charitable donation, however their explanation departing from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seems unconvincing. To make up the limit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possible mechanisms to deepen the explanation. One is drawn fro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CSR), and it hypothesizes private enterprises who have political connection tends to show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reby their probability of donating is relatively higher. The other is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pressure theory, and it supposes the politically connected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faced with greater institutional pressure, so that they are compelled to donate actively. According the pool data (1997-2008) from the Survey of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we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nstitutional pressure mechanism is the dominant one.
[bookmark: _GoBack]Keywords: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charitable donation, political connec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stitutional pressure
1、 引言
[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10]    现有的各类数据均表明，在中国慈善事业中，私营企业捐赠是非常重要的一环。2012年，我国58%的社会捐款来自于企业捐款。相比美国的6%、澳大利亚的30%，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捐赠是我国慈善事业的重要支柱（Li et al.，2015）。并且，企业捐赠在近几年还呈现了增多的趋势。中国民政部下属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4年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指出，企业捐款是我国慈善捐款最主要的来源，其捐款金额占总额的69.2%，这一比例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它更进一步表明，私营企业是企业捐款中的主力军，其捐款总额达到企业捐款总额的40.4%，远远超过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等。故此，研究私营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具有其显著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bookmark: OLE_LINK113][bookmark: OLE_LINK114][bookmark: OLE_LINK119][bookmark: OLE_LINK120][bookmark: OLE_LINK115][bookmark: OLE_LINK116]    目前，学界对于私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王文龙等，2015）对于私营企业主的个人特质进行研究，探讨其对于企业捐款行为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表明，企业主个人的价值观念与对待慈善捐赠的态度（Campbell et al.，1999；Buchholtz et al.，1999），企业主拥有的自由裁量权（Buchholtz et al.，1999；王文龙等，2015）以及其宗教信仰（周怡、胡安宁，2014；王文龙等，2015）等均对企业捐款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二，是探究私营企业的特征与企业捐款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企业的董事会架构（Coffey and Wang，1998; Wang and Coffey，1992）、所有权类型（Bartkus，2002），公司现金流情况（Seifert et al.，2003）等等。进一步地，从现有文献可知，政治关联这一变量及其与企业慈善捐款行为的关系获得了学者们较大程度的关注。这一现象和中国特色的私营企业生存环境是分不开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开始获得创立与发展的机会，其数量出现明显的增长，实力也不断壮大。但在双轨制体制之下，市场迟迟不能完全放开，且中途历经几次的政策控制与紧缩，私营企业的合法性屡受质疑。在这一环境中，私营企业的生存是可想而知的艰难，通过各种方式寻求政府的依靠与支持就成为了它们的最优选择，其中就包括“慈善捐赠”这一方式。故此，从政治关联出发研究私营企业慈善捐款行为是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且极具解释力的出发点。现有的研究也已发现，企业主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的慈善捐款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即政治关联越强则企业越倾向于参与慈善捐赠。
    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对于上述关系的解释显得模糊而不具说服力。学者们普遍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将慈善捐赠定性为企业战略行为，即认为私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来建立政治联系，借此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如建立自身合法性、获取优惠政策等等。但从这一逻辑出发，我们可以认为缺乏政治联系的企业，因其更缺少合法性和更少享受优惠政策，应当比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更加愿意参与慈善捐赠，这与呈现的研究结论明显背道而驰。为弥补这一解释缺陷，本文意在进一步深入探究企业主的政治关联与企业慈善捐款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一个合理、全面的动机机制去解释企业慈善捐款行为。具体而言，本文提出了两个待检验的动机机制，一为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即企业从纯道德动机出发捐款以承担社会责任；一为制度压力机制，即企业受到制度环境的压力而不得不捐款，其中政府是制度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全国私营企业调查1997年至2008年的加总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创新与贡献也可以从理论角度进行说明，现有的研究大多只是着重于分析某些因素，或是私营企业主的个人特质，或是私营企业特征，对于私营企业捐款与否或者捐款总额的影响，并没有着重梳理、比较私营企业捐款的三类动机：企业战略行为、社会责任动机以及制度压力动机。本文意在填补这一空白，即通过结合私营企业主和企业两方面的因素，详细分析中国私营企业慈善捐款行为背后的三类动机，并借助全国私营企业调查1997年至2008年的加总数据检测何种动机是最具有解释力的，而何种是相对不显著的，最终对企业慈善理论做出些许贡献。

2、 中国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慈善捐赠：现有的解释
[bookmark: OLE_LINK121][bookmark: OLE_LINK122]    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制度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行为（Nee，2005；Nee and Opper，2010）。而中国的制度环境可以简单阐释如下：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的生产、流转、消费过程完全由政府统一决定，而在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之后，政府依然承担着调控市场的作用。在这样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制度环境中，中国私营企业的行为也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特征，即寻求建立并不断加强政治关联，以期从可能的优惠政策中获利，不断加强自身合法性或者控制新的竞争者进入（Stigler，1971）。中国私营企业建立并维持政治关联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慈善捐赠是合法性、有效性、持续性兼备的一种手段（Ma and Parish，2006）。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目前学界在研究私营企业慈善捐款行为时，有很多学者将政治关联列为一种重点关注的自变量，强调其对于私营企业慈善捐款行为的影响。
[bookmark: OLE_LINK105][bookmark: OLE_LINK106][bookmark: OLE_LINK127][bookmark: OLE_LINK128]本文简单梳理了现有对上述关系的研究，发现其得出的普遍结果是：显著的正向相关。例如，Sihai Li、Xiangzhong Song 与 Huiying Wu（2015）通过分析2004年至2011年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所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发现政治关联和企业捐款（包括是否捐款的概率与捐款数额）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尤其的，这一正向关系在私营企业中更强。陈凌与陈丽华（2014）基于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中家族企业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相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家族企业主，有政治联系的家族企业主更多地参与慈善捐赠，并且政治关联级别越高，慈善捐款数额也越高。薛爽与肖星（2011）则收集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进行捐款的私营企业的相关数据，并进一步分析得出“已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捐款力度更大”的结论。陈宗仕与曹洋（2015）、梁建等学者（2010）都依据2006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得出了与上述基本一致的结论。进一步地，这些研究对于其结论的解释都是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出发的。Pfeffer 与 Salancik（2003/1978）在其《组织的外部控制》一书中曾提到组织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会通过某些政治性的机制或者手段，尝试转变当下的状况，并且创造一个有利于其获取利润的外部环境。而这种机制或者手段则是一种资源交换的过程。Ma 与 Parish（2006）通过对中国私营企业慈善捐款行为的调查将其中的资源交换机制总结如下：首先，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着以下两种不确定性，一为政府的政策变动与自身产权的模糊性，二为企业的公众形象。为解决这两种不确定性，创造适合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企业会积极参与慈善捐款，即提供资金、货品等资源，以解政府和公众之所需。相应的，政府会给予私营企业合法地位、
[image: ]政治关联渠道等作为回馈，而公众也会对该私营企业的产品给予肯定，从而带来利润回报。这就是资源依赖理论架构下，对于私营企业慈善捐款行为的分析。为清楚地表示这一资源交换的过程，本文将Ma 与 Parish的总结图重新编辑并转绘如下（见图1）。
图1：企业慈善捐款中的资源交换机制
    虽然上述分析本身合理有据，但本文认为这一逻辑无法解释为什么政治关联强的私营企业更加愿意做出慈善捐款行为。其一，这一逻辑是对于所有私营企业均适用的。在中国当下的制度环境中，所有的私营企业都面临着上述两种不确定性，都需要建构一定的政治关联以获取合法性地位和优惠政策等等资源。因此，所有的私营企业都具有同样的动机去参与慈善捐款活动。更进一步说，没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在这一逻辑下会更加愿意做出慈善捐款行为。如果我们从资源稀缺性的角度进行考量，没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不论在合法性地位还是优惠政策上均没有优势，更可能呈现出稀缺的状态。故此，这些没有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较弱的企业更有动机去通过慈善捐款来进行资源交换，进而服务于自身的发展。但很明显的，这与研究得出的结论呈现完全相反的状态。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的现有解释无法清楚解析“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加愿意进行捐款，且政治关联越强其捐款的数额会越多”这一被诸多研究、各类数据验证了的关系。所以，本文会从这一现有解释的逻辑缺陷出发，对于上述关系进行新的理论阐释与经验验证。

3、 两个动力机制与假设
[bookmark: OLE_LINK192][bookmark: OLE_LINK193][bookmark: OLE_LINK161][bookmark: OLE_LINK162][bookmark: OLE_LINK138][bookmark: OLE_LINK139][bookmark: OLE_LINK153][bookmark: OLE_LINK154][bookmark: OLE_LINK129][bookmark: OLE_LINK130]    本文认为有以下两种可能的机制去解释政治关联对于私营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一为企业社会责任机制（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即拥有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有着更强的企业社会责任感，愿意主动地做出亲社会行为，因此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捐款。其二为制度压力机制（institutional pressure），即拥有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制度环境（包括政府、公众、同行等等）对于其参与慈善捐款的期待更高。由于受到了更强的制度性压力，企业会在被动状态中更积极地做出慈善捐款行为。在本节中，上述两种可能的主动、被动机制会被详细阐述，亦会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1） 企业社会责任机制
[bookmark: OLE_LINK131][bookmark: OLE_LINK132][bookmark: OLE_LINK133][bookmark: OLE_LINK134][bookmark: OLE_LINK135]    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发展的初期，它主要指向企业的经济责任（Friedman，1970），即尽可能地向社会提供产品，并通过此将股东的利润最大化。但随即，有诸多学者开始质疑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它们还需承担更加广泛的社会责任。Archie Carroll是后一阵营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应当被这样定义：“它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对企业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规范和企业自行裁量的期望”（Carroll，1979）。在上述定义中，除了将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责任之外，他还指出企业需要承担法律、伦理规范以及自行裁量的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规范责任意指企业行为需要遵循法律规定或者是那些隐含的伦理规范，而自行裁量责任则是指社会对于企业存有一些不明确的期望，企业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去满足这些期许，例如从事慈善活动等。在其理论发展的后续时期，自行裁量的责任被进一步明确为慈善责任，并且Carroll将上述四种责任整合成一个金字塔模型（1991），以示各类责任的区分与排序，详见图2。
[bookmark: OLE_LINK151][bookmark: OLE_LINK152][bookmark: OLE_LINK149][bookmark: OLE_LINK150]    从这一理论基点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慈善捐款行为背后存在一种可能的动机机制，即社会责任感。在这一动机机制下，企业做出慈善捐赠这一亲社会行为是主动且自愿的，是因为企业认为自身作为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在获取利润、满足自身的同时，也必须要承担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帮助减少社会不平等、促进整体的和谐与稳定。当从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机制考察政治关联与慈善捐赠的关系时，本文认为一个有可能的模式是，拥有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有着更强的企业社会责任感，更愿意主动地做出亲社会行为，因此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捐赠。在这一模式中，企业社会责任将会被当作重点变量进行考察（见图3）。进一步地，本文认为企业主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可以用于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强弱。Penner（2005）等学者曾指出志愿行为与行动者的教育程度呈现非常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由此可见教育对于亲社会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Bowles与Polania-Reyes（2012）在研究亲社会行为时则将教育这一作用表达得更加清晰，他们认为学校等其他社会性的组织能够有助于培养、促进公民亲社会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又根据Kelley和Evans（1993）的说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就是教育的“教化作用”（Enlightenment），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容易对弱势群体产生同情感，进而采取行动去帮助弱势群体，以期促进社会的公平性。基于上述文献的观点，本文认为使用企业主的教育水平去反映所属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综上所述，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机制中，本文做出的假设（一）如下：拥有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企业主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即有着更强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因此会更积极地参与慈善捐赠。具体可详细阐述如下：
假设1.1：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可能性更高，且其捐款数额也更大。但在控制企业主教育水平后，原有关系被显著削弱。





[image: ]
图2：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金字塔模型（Carroll，1991）

[image: ]



图3：企业社会责任机制
[bookmark: OLE_LINK155][bookmark: OLE_LINK156][bookmark: OLE_LINK142][bookmark: OLE_LINK157][bookmark: OLE_LINK158]假设1.2：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可能性更高，且其捐款数额也更大。但在控制企业主教育水平后，原有关系被显著削弱。
[bookmark: OLE_LINK159][bookmark: OLE_LINK160]假设 1.3：当把企业主教育水平作为交互项加入时，我们会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家教育水平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作用具有相互替代性。

（2） [bookmark: OLE_LINK136][bookmark: OLE_LINK137]企业制度压力机制
[bookmark: OLE_LINK163][bookmark: OLE_LINK164][bookmark: OLE_LINK165][bookmark: OLE_LINK166]    本文提出的第二种动机机制是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机制。与上文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机制不同，这是一种相对被动的视角。该机制从新制度主义理论出发，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嵌入在一个关系网中，而这个关系网会对于该企业产生制度压力，迫使该企业去完成某一些期待（Hess and Warren，2008），例如进行慈善捐赠等。这是企业在该关系网络中获得合法性与支持的必要条件（Meyer and Rowan，1977）。本文认为，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压力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三类：1）国家力量通过政府对于企业产生压力，例如《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2）公众力量通过媒体对于企业产生压力，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媒体争相报道各个企业的捐款总额；3）同行通过关系网络对于企业产生压力，例如在某企业的关系网络中，若绝大部分企业均参与捐款，则该企业也面临着不得不捐的压力。很明显的，在中国语境下，制度压力中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前面两者，即国家/政府、公众/媒体（Gao，2007）。本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变量对于制度压力进行概括性的描述。从现有文献看，企业规模这一变量能够较为准确地衡量企业所受制度压力的大小（Gao，2011）。相对而言，较大规模的企业对于制度压力更为敏感（Hess and Warren，2008），其内在逻辑可以解释如下：由于企业规模较大，他们更加容易“暴露”（higher visibility）在政府、公众与同业者面前，受到以上三方更多的关注。特别地，他们会受到很高的期许，希望他们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更加容易受到制度压力的控制（Goodstein，1994）。综上所述，在企业的制度压力机制中，本文做出的假设（二）如下：拥有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其企业规模相应地更大，即受到更高强度的制度压力，因此会更积极地参与慈善捐赠。该假设的分支可具体阐述如下：
[image: ]



图4：制度压力机制
[bookmark: OLE_LINK188][bookmark: OLE_LINK189][bookmark: OLE_LINK190][bookmark: OLE_LINK191]假设2.1：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参加慈善捐赠的可能性更高，且其捐款数额也更大。但在控制企业规模后，原有关系被显著削弱。
假设2.2：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参加慈善捐赠的可能性更高，且其捐款数额也更大。但在控制企业规模后，原有关系被显著削弱。
假设 2.3：当把企业规模作为交互项加入时，我们会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规模对企业慈善捐款的作用具有相互替代性。

（3） 问卷中的机制反馈
为验证上述两种机制何者更能够解释政治关联与慈善捐款的正向关系，本文选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做进一步验证。从该调查的问卷来看，1993至2002年的五次调查中均涉及了私营企业主参与慈善捐赠的原因，即询问“您捐助社会公益事业的原因是（按照重要性顺序选三项）”。在下方表1中，本文列出了私营企业主自我反馈动机机制的情况（仅列出首要原因）。由表1可见，私营企业主大多表示其慈善行为是出自企业社会责任感，即“人应对社会多做贡献”。并且，这一比例一直居于首位，达到70%至80%左右。而与之相反的，极少有私营企业主反馈自身的慈善行为是迫于制度压力，例如：“实为被摊派”这一选项的比例只有约1%至2%。从这一数据结果看，似乎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制度压力机制的解释力则极低。但本文对于这一结果存在一定的质疑。问卷中直接询问涉及道德的问题，其答案的偏差一般较大。受访者会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道德规范的答案，而规避那些不具有道德动机的回答。因此，私营企业慈善行为中是否是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占主导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倘若在最后，此次研究得出了与上述问卷结果不同的主导机制，那么可被视为对现有结果的修正与补充，以及该问卷提问的方式需要进行修改的证据。
[bookmark: OLE_LINK172][bookmark: OLE_LINK173]表1：私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自我反馈 （单位：%）
	首要原因
	1993
	1995
	1997
	2000
	2002

	人应对社会多做贡献
	78.79
	77.26
	69.46
	81.72
	76.69

	答谢政府
	6.30
	6.67
	5.93
	5.26
	4.55

	报效父老乡亲
	4.39
	6.83
	10.31
	5.50
	10.10

	和当地搞好关系
	3.26
	3.38
	6.00
	3.03
	3.16

	提高自己和企业的声望
	3.04
	2.93
	5.37
	3.39
	3.75

	实为被摊派
	2.92
	1.63
	2.44
	1.06
	1.20

	其他
	1.12
	1.30
	0.50
	0.04
	0.56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 [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100]数据和方法
（1） [bookmark: OLE_LINK202][bookmark: OLE_LINK203]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bookmark: OLE_LINK170][bookmark: OLE_LINK171]    此次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这是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四家单位主持的项目，自1993年至2014年一共开展了11次数据收集工作，采用的抽样方式为多阶段抽样法，覆盖面广且代表性强。由于该调查对企业捐款行为的提问存在年度差异，只有1997年至2008年的企业捐款数据存在连续性，又为保证足够的样本量以及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全国私营企业调查中1997年至2008年共计6次调查的数据加总起来进行分析（pooled cross-sectional data analysis）。
（2） 变量和模型
[bookmark: OLE_LINK232][bookmark: OLE_LINK233]    本文将私营企业的慈善捐款行为作为此次研究的因变量。具体而言，私营企业的慈善捐款行为可以由以下两个变量进行描述：一为私营企业在调查前一年是否做出过捐款行为，由二分变量进行表示，1为是、0为否；二为私营企业在调查前一年的捐款数额，因其分布是右偏的，所以我们在OLS模型中取其对数。
    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是此次研究主要关注的自变量之一。在本文中，我们选取私营企业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及其级别来描述企业的政治关联。若私营企业主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记为1，即有政治关联，否则为0。为避免二分变量损失大量信息，本研究将“级别”也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取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级别中相对较高的级别，并将其分成三类（无政治关联、乡至地级市级、省级及以上），在模型中用两个虚拟变量表示。此外，企业主的教育水平也是此次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自变量，用于测量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对于教育水平，本文做了如下处理，即将原始数据中的定序变量按照受教育年限转化为连续变量。最后，本文使用企业的雇员规模来测量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机制。雇员规模主要指私营企业的全年雇佣人数，但因其分布存在右偏，故在放入模型时取其对数。
本文还引入了一些可能对慈善捐赠存在影响的企业主特征以及企业特征作为此次研究的控制变量。在企业主特征方面有：性别、年龄、工商联会员身份、创办企业前的干部工作经历、党员身份。而在企业特征方面包括了：私营企业年龄、净资产（对数）、行业（分为兼业、农业、工业、服务业）。最后，考虑到中国私营企业在近些年发展迅速，以及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各模型控制了年份的固定效应及企业所在省级行政区的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所有上述因变量、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均见表2。另，依据相关系数表（表3）可知，上述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25，可以认为在模型使用这些变量中不会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bookmark: OLE_LINK175][bookmark: OLE_LINK176]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捐款
	13181
	0.747
	
	0
	1

	捐款额
	13181
	87839.6
	739043.9
	0
	5.00E+07

	[bookmark: OLE_LINK174]人大/政协
	19190
	0.453
	
	0
	1

	人大/政协级别
	
	
	
	
	

	    乡
	19190
	0.086
	
	0
	1

	    县
	19190
	0.215
	
	0
	1

	    地级市
	19190
	0.125
	
	0
	1

	    省
	19190
	0.024
	
	0
	1

	    全国
	19190
	0.003
	
	0
	1

	雇员规模
	19084
	158.875
	510.8782
	0
	20000

	受教育年限
	19975
	13.153
	2.933631
	0
	19

	女性
	20010
	0.127
	
	0
	1

	年龄
	19879
	43.897
	8.395132
	19
	80

	工商联会员
	19219
	0.701
	
	0
	1

	干部工作经历
	18865
	0.408
	
	0
	1

	党员
	17236
	0.339
	
	0
	1

	企业年龄
	19207
	6.910
	4.479011
	0
	4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709
	7993.414
	824543.3
	0
	1.00E+08

	行业
	
	
	
	
	

	    兼业
	18025
	0.230
	
	0
	1

	    农业
	18025
	0.035
	
	0
	1

	    制造业
	18025
	0.386
	
	0
	1

	    服务业
	18025
	0.349
	　
	0
	1


    
关于模型的使用，当因变量为“是否捐赠”时，本研究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当因变量为捐款数额时，使用OLS回归模型。在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时，本研究除了将企业主受教育水平作为自变量引入模型以观察其对政治关联的削弱作用之外，本研究还将政治关联与企业主受教育水平进行交互，以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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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96][bookmark: OLE_LINK197]表3：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bookmark: OLE_LINK198][bookmark: OLE_LINK199]　
	捐款
	捐款额
	人大
/政协
	地级市及以下
	省及
以上
	雇员
规模
	受教育
年限
	女性
	年龄
	工商联
	干部
	党员
	私企
年龄
	净资产
	兼业
	农业
	制造业

	捐款额
	0.0686*
	　
	　
	　
	　
	　
	　
	　
	　
	　
	　
	　
	　
	　
	　
	　
	　

	人大/政协
	0.2183*
	0.0386*
	
	
	
	
	
	
	
	
	
	
	
	
	
	
	

	地级市及以下
	0.2003*
	0.0181 
	0.9492*
	
	
	
	
	
	
	
	
	
	
	
	
	
	

	省及以上
	0.0577*
	0.0647*
	0.1648*
	-0.1538*
	
	
	
	
	
	
	
	
	
	
	
	
	

	雇员规模
	0.1224*
	0.1511*
	0.1508*
	0.0992*
	0.1626*
	
	
	
	
	
	
	
	
	
	
	
	

	受教育年限
	0.0600*
	0.0727*
	0.0879*
	0.0640*
	0.0752*
	0.1161*
	
	
	
	
	
	
	
	
	
	
	

	女性
	-0.0323*
	0.0079 
	-0.0420*
	-0.0495*
	0.0234*
	-0.0410*
	0.0412*
	
	
	
	
	
	
	
	
	
	

	年龄
	0.0289*
	0.0346*
	0.1330*
	0.1169*
	0.0511*
	0.0509*
	-0.1507*
	-0.0519*
	
	
	
	
	
	
	
	
	

	工商联会员
	0.1417*
	0.0425*
	0.3267*
	0.3081*
	0.0603*
	0.0739*
	0.0570*
	-0.0070 
	0.1028*
	
	
	
	
	
	
	
	

	干部工作经历
	0.0606*
	0.0208 
	0.0635*
	0.0579*
	0.0180 
	0.0477*
	0.2160*
	-0.0297*
	0.1881*
	0.0233*
	
	
	
	
	
	
	

	党员
	0.0733*
	0.0413*
	0.0587*
	0.0581*
	0.0024 
	0.0920*
	0.1280*
	-0.0856*
	0.2337*
	-0.0492*
	0.2482*
	
	
	
	
	
	

	私营企业年龄
	0.1118*
	0.0321*
	0.1958*
	0.1690*
	0.0850*
	0.0673*
	-0.0239*
	-0.0290*
	0.2109*
	0.1886*
	-0.0707*
	-0.0055 
	
	
	
	
	

	净资产
	0.0072 
	0.0046 
	0.0118 
	-0.0102 
	0.0691*
	0.0029 
	0.0082 
	-0.0040 
	0.0108 
	0.0066 
	0.0130 
	0.0156 
	0.0135 
	
	
	
	

	兼业
	0.1034*
	0.0519*
	0.1308*
	0.1137*
	0.0541*
	0.1009*
	0.1173*
	-0.0297*
	-0.0625*
	0.1143*
	0.0498*
	-0.0641*
	0.0506*
	-0.0059 
	
	
	

	农业
	-0.0003 
	-0.0068 
	0.0478*
	0.0393*
	0.0270*
	-0.0157 
	-0.0317*
	-0.0155 
	0.0187 
	0.0210 
	0.0186 
	0.0391*
	-0.0073 
	-0.0023 
	-0.1177*
	
	

	制造业
	0.0106 
	-0.0221*
	0.0013 
	0.0040 
	-0.0083 
	0.0246*
	-0.1178*
	-0.0915*
	0.1421*
	-0.0421*
	-0.0128 
	0.1320*
	0.0466*
	0.0136 
	-0.4721*
	-0.1661*
	

	服务业
	-0.1081*
	-0.0223*
	-0.1442*
	-0.1274*
	-0.0534*
	-0.1140*
	0.0282*
	0.1313*
	-0.0998*
	-0.0713*
	-0.0410*
	-0.0962*
	-0.0938*
	-0.0079 
	-0.3875*
	-0.1363*
	-0.5467*


[bookmark: OLE_LINK177][bookmark: OLE_LINK178]* 在0.05水平上显著

1） [bookmark: OLE_LINK243]logistic模型：=+政治关联+受教育水平++
[bookmark: OLE_LINK237][bookmark: OLE_LINK238]Logistic模型：=+政治关联+受教育水平+政治关联*受教育水平++
2） OLS模型：捐款数额对数=+政治关联+受教育水平++
OLS模型：捐款数额对数=+政治关联+受教育水平+政治关联*受教育水平++
    与之类似的，在对制度压力机制的检验中，本文也将采用与上述类似的两个模型，具体可表示如下：
3） logistic模型：=+政治关联+++
Logistic模型：=+政治关联++政治关联*++
4） [bookmark: OLE_LINK241][bookmark: OLE_LINK242]OLS模型：捐款数额对数=+政治关联+++
OLS模型捐款数额对数=+政治关联++政治关联*++

5、 数据分析结果
[bookmark: OLE_LINK245][bookmark: OLE_LINK246][bookmark: OLE_LINK247][bookmark: OLE_LINK248]    与假设相一致的，此次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也将分别从上述两个可能的动机机制进行阐述。附录中表4至表7中的第二个模型以及表8的全部模型均对应着企业慈善捐款的制度压力机制，而表4至表7中的第三个模型以及表9的全部模型则用于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机制。下文将对上述模型进行详细的解释。
（一）企业社会责任机制
    首先，从基础模型1.1与3.1可知，拥有政治关联确实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可能性，并且其捐款数额也会增加，现有研究的普遍结果得到验证。但当我们将政治关联的级别考虑进来时（模型2.1和模型4.1），可以发现相比较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来说，地级市及以下级别的政治关联身份比省级及以上级别的身份对私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0.641>0.632；1.743>1.680）。这一发现是对原有研究结果的进一步细化。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机制来解释政治关联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假设认为，私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其实有其重要的筛选作用，是将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企业家，即拥有较高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给筛选出来，进而导致了私营企业慈善捐赠可能性的增加和捐款数额的增加。然而，从模型1.3和3.3的结果均可以发现，私营企业主的受教育年限本身并不显著，也并不能够显著降低政治关联的作用，即对于私营企业捐赠与否并没有影响。当我们将政治关联的级别因素考虑进来时，这一结果再次得到了验证。由此可见，假设1.1以及1.2均没有得到数据结果的支持。
    再者，本文将私营企业主的受教育年限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得到表9中的结果。无论是将是否捐赠作为因变量时（模型6.1），还是将捐款数额作为因变量（模型6.3），政治关联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均没有显著的效果。当我们将政治关联的级别因素考虑入内（此处作为0-5的连续变量使用），上述结果再一次得到验证，即企业主的受教育年限与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慈善捐款的作用不存在相互的替代性，由此假设1.3无法成立。综上所述，本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私营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社会责任解释机制无法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即我们无法从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去理解为何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

（二）企业制度压力机制
   在该机制下，本文的研究假设是：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相比于那些没有政治关联的私营企业，其雇员规模相对较大，更加受到政府、公众以及同业者的关注，因此其所受的制度压力也就越大。这一种制度压力可以迫使私营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捐款。从模型1.1与1.2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加入企业的雇员规模对数这一变量之后，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是否捐赠的影响系数从0.641减少到0.480，即呈现出一个非常显著的下降。同样的，在捐款数额（对数）作为因变量的模型3.1与3.2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政治关联的作用被企业雇员规模削弱的情况（1.254<1.741）。再进一步地，当我们考虑进政治关联的级别因素时，如模型2.2与4.2所示，政治关联的作用也同样被大幅度地削弱。例如，在模型2.2中地级市及以下政治关联对于是否捐赠的对数发生比的影响系数从0.641降至0.483，而省级及以上的政治关联的影响直接变为不显著（此处我们可以认为，有省级及以上政治关联的企业主要是受到制度压力的影响而进行捐赠，政治关联的作用被企业规模完全解释了）。在经过上述几次模型的反复验证之后，我们可以认为本文的假设2.1与2.2均得到了支持。
    此外，本文同样将私营企业的雇员规模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得到了表8。当将是否捐赠作为因变量时，可以看到政治关联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的作用为负，在模型5.1中并不显著。为进一步验证该结果，本文将捐款数额的对数作为因变量，在模型5.3中，上述两者的交互项呈现显著的负向作用（-0.548）。当我们将政治关联的级别因素考虑进来（此处同样作为0-5的连续变量使用），交互项的负向作用结果再一次得到验证（-0.05，模型5.2；-0.26，模型5.4）。根据该数据分析结果，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企业雇员规模与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慈善捐款的作用存在相互替代性，即当企业雇员规模增加，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慈善捐款的作用减弱，因而假设2.3得到支持。再回到机制角度，我们可以认为制度压力机制是能够解释政治关联对于私营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的。

6、 研究结论和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政治关联和慈善捐款行为的关系进行较为准确的解释了。现有的研究，包括本研究，均已证实“拥有政治关联能够显著促进私营企业的慈善捐款行为”。本文假设这一关系可以从两个可能的机制进行解释：其一为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即拥有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有着更强的企业社会责任感，愿意主动地做出亲社会行为，因此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慈善捐款。其二为制度压力机制，即拥有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关联更强的企业，制度环境（包括政府、公众、同行等等）对于其参与慈善捐款的期待越高。由于受到了更强的制度性压力，企业会在被动状态中更积极地做出慈善捐款行为。通过对全国私营企业调查1997年至2008年加总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制度压力机制是主导机制，而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则基本没有解释力。
    本文进一步认为，上述结果在中国语境下是较为合理，且易于理解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传入中国的时间非常晚（Yang，2008），目前私营企业对于其仍然停留在较低的认知，即主要关注其中的经济责任。而相对的，中国私营企业面临的制度压力则要大很多，尤其是在市场机制建设不完备而政府角色过强的情况下。当然，制度压力机制下的企业慈善行为也存在一定优点，例如，可以让企业在政府、公众、同行的监督中学习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同时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某些需求也得到了满足。但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政府因权力过分运作而出现贪污腐败、私营企业陷入“道德绑架”的怪圈之内等。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应当是将私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制度压力转化为企业社会责任动力，即化被动为主动，这样才能够真正促进中国私营企业的成长以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本次研究的反思，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说明。其一，从数据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压力机制其实并无法全部消解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慈善捐款的作用，即在加入表示制度压力的变量后，政治关联这一变量依然显著。因此，可能还存在其他机制解释这一关系。若再一次回到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本文认为可以提出如下假设：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受到政府给予更多的资源，所以更加有积极性去参与慈善捐款。又或者可以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进行解释：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已经习惯与政府进行资源交换，因此其参与慈善捐款的可能性越高。但上述假设如何验证，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其二，本文亦认真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机制不显著的原因。这有可能是因为本文所选的变量“企业主的受教育水平”无法全面衡量与代表所属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强弱。那么，是否有其他更加具有效度的变量可以用于测量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也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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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4：私营企业是否参与慈善捐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一）
	　
	私营企业是否参与捐款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人大/政协
	0.641***
	0.480***
	0.644***
	0.484***

	　
	(0.0627)
	(0.0643)
	(0.0628)
	(0.0643)

	雇员规模对数
	
	0.445***
	
	0.447***

	　
	
	(0.0293)
	
	(0.0294)

	受教育年限
	
	
	-0.0131
	-0.0189+

	　
	
	
	(0.0113)
	(0.0114)

	女性
	0.103
	0.120
	0.107
	0.125

	　
	(0.0889)
	(0.0902)
	(0.0889)
	(0.0903)

	年龄
	-0.00756*
	-0.00511
	-0.00870*
	-0.00675+

	　
	(0.00359)
	(0.00365)
	(0.00372)
	(0.00378)

	工商联会员
	0.483***
	0.411***
	0.484***
	0.413***

	　
	(0.0689)
	(0.0704)
	(0.0689)
	(0.0704)

	干部工作经历
	0.0586
	0.0365
	0.0750
	0.0604

	　
	(0.0599)
	(0.0609)
	(0.0616)
	(0.0626)

	党员
	0.235***
	0.152*
	0.240***
	0.159*

	　
	(0.0660)
	(0.0672)
	(0.0662)
	(0.0673)

	企业年龄
	0.0379***
	0.0344***
	0.0375***
	0.0338***

	　
	(0.00733)
	(0.00744)
	(0.00734)
	(0.00745)

	净资产对数
	0.308***
	0.147***
	0.312***
	0.152***

	　
	(0.0191)
	(0.0196)
	(0.0194)
	(0.0199)

	行业：农业
	-0.393*
	-0.319*
	-0.407**
	-0.339*

	　
	(0.154)
	(0.157)
	(0.154)
	(0.157)

	行业：工业
	-0.255**
	-0.364***
	-0.265***
	-0.380***

	　
	(0.0792)
	(0.0809)
	(0.0797)
	(0.0815)

	行业：服务业
	-0.328***
	-0.160+
	-0.330***
	-0.164*

	　
	(0.0806)
	(0.0825)
	(0.0806)
	(0.0826)

	截距项
	0.0819
	-0.750***
	0.257
	-0.496+

	　
	(0.202)
	(0.209)
	(0.251)
	(0.259)

	N
	7992
	7992
	7992
	7992

	log likelihood
	-4009.1265
	-3889.1707
	-4008.4498
	-3887.8007


[bookmark: OLE_LINK220][bookmark: OLE_LINK221]a. 括号内为标准误；b. 行业的参照组为“兼业”；
c. 年份的参照组为1997年，因简洁考虑，表中省略了年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d. + p<0.1; * p<0.05; ** p<0.01; *** p<0.001；e. 控制了省份的随机效应。






表5：私营企业是否参与慈善捐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二）
	
	私营企业是否参与捐款

	
	模型2.1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2.4

	地级市及以下
	0.641***
	0.483***
	0.644***
	0.487***

	　
	(0.0631)
	(0.0647)
	(0.0631)
	(0.0647)

	省级及以上
	0.632**
	0.364
	0.646**
	0.385

	　
	(0.243)
	(0.245)
	(0.243)
	(0.246)

	雇员规模对数
	
	0.446***
	
	0.448***

	　
	
	(0.0293)
	
	(0.0294)

	受教育年限
	
	
	-0.0131
	-0.0187

	　
	
	
	(0.0113)
	(0.0114)

	女性
	0.103
	0.121
	0.107
	0.126

	　
	(0.0889)
	(0.0903)
	(0.0890)
	(0.0903)

	年龄
	-0.00756*
	-0.00508
	-0.00870*
	-0.00670+

	　
	(0.00359)
	(0.00365)
	(0.00372)
	(0.00378)

	工商联会员
	0.483***
	0.410***
	0.484***
	0.412***

	　
	(0.0689)
	(0.0704)
	(0.0689)
	(0.0704)

	干部工作经历
	0.0585
	0.0363
	0.0750
	0.0600

	　
	(0.0599)
	(0.0609)
	(0.0616)
	(0.0626)

	党员
	0.235***
	0.152*
	0.240***
	0.158*

	　
	(0.0660)
	(0.0672)
	(0.0662)
	(0.0674)

	企业年龄
	0.0379***
	0.0345***
	0.0375***
	0.0339***

	　
	(0.00734)
	(0.00744)
	(0.00734)
	(0.00745)

	净资产对数
	0.308***
	0.148***
	0.312***
	0.152***

	　
	(0.0192)
	(0.0197)
	(0.0195)
	(0.0199)

	行业：农业
	-0.393*
	-0.318*
	-0.407**
	-0.338*

	　
	(0.154)
	(0.157)
	(0.154)
	(0.157)

	行业：工业
	-0.255**
	-0.365***
	-0.265***
	-0.380***

	　
	(0.0792)
	(0.0809)
	(0.0797)
	(0.0815)

	行业：服务业
	-0.328***
	-0.160+
	-0.330***
	-0.164*

	　
	(0.0806)
	(0.0825)
	(0.0806)
	(0.0826)

	截距项
	0.0816
	-0.753***
	0.257
	-0.502+

	　
	(0.202)
	(0.209)
	(0.252)
	(0.259)

	N
	7992
	7992
	7992
	7992

	log likelihood
	-4009.1259
	-3889.0533
	-4008.4498
	-3887.7146


a. 括号内为标准误； b. 行业的参照组为“兼业”；
c. 年份的参照组为1997年，因简洁考虑，表中省略了年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d.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e. 控制了省份的随机效应；
f. 人大/政协身份的参照组为“无人大/政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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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私营企业捐款数额的OLS回归分析结果 （一）

	
	[bookmark: OLE_LINK224][bookmark: OLE_LINK225]私营企业捐款数额（对数）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模型3.4

	人大/政协
	1.741***
	1.254***
	1.733***
	1.253***

	　
	(0.153)
	(0.152)
	(0.153)
	(0.152)

	雇员规模对数
	
	1.174***
	
	1.173***

	　
	
	(0.0639)
	
	(0.0640)

	受教育年限
	
	
	0.0295
	0.00477

	　
	
	
	(0.0274)
	(0.0269)

	女性
	0.313
	0.372+
	0.305
	0.370+

	　
	(0.225)
	(0.221)
	(0.225)
	(0.221)

	年龄
	-0.0209*
	-0.0160+
	-0.0182*
	-0.0156+

	　
	(0.00890)
	(0.00873)
	(0.00923)
	(0.00905)

	工商联会员
	1.602***
	1.345***
	1.599***
	1.345***

	　
	(0.178)
	(0.175)
	(0.178)
	(0.175)

	干部工作经历
	0.277+
	0.209
	0.241
	0.203

	　
	(0.146)
	(0.143)
	(0.149)
	(0.146)

	党员
	0.606***
	0.357*
	0.595***
	0.356*

	　
	(0.159)
	(0.156)
	(0.159)
	(0.156)

	企业年龄
	0.108***
	0.0956***
	0.109***
	0.0957***

	　
	(0.0171)
	(0.0168)
	(0.0172)
	(0.0168)

	净资产对数
	0.916***
	0.494***
	0.907***
	0.492***

	　
	(0.0392)
	(0.0448)
	(0.0400)
	(0.0453)

	行业：农业
	-0.680+
	-0.424
	-0.652+
	-0.419

	　
	(0.368)
	(0.361)
	(0.369)
	(0.362)

	行业：工业
	-0.553**
	-0.729***
	-0.533**
	-0.725***

	　
	(0.183)
	(0.179)
	(0.184)
	(0.180)

	行业：服务业
	-0.915***
	-0.361+
	-0.910***
	-0.361+

	　
	(0.192)
	(0.191)
	(0.192)
	(0.191)

	截距项
	1.629***
	-0.668
	1.230*
	-0.731

	　
	(0.457)
	(0.465)
	(0.588)
	(0.586)

	N
	7992
	7992
	7992
	7992

	R2
	0.2070
	0.2406
	0.2069
	0.2405


[bookmark: OLE_LINK228][bookmark: OLE_LINK229]a. 括号内为标准误；b. 行业的参照组为“兼业”；
c. 年份的参照组为1997年，因简洁考虑，表中省略了年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d. + p<0.1; * p<0.05; ** p<0.01; *** p<0.001；e. 控制了省份的固定效应。





表7：私营企业捐款数额的OLS回归分析结果 （二）

	　
	私营企业捐款数额（对数）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模型4.4

	地级市及以下
	1.743***
	1.271***
	1.736***
	1.270***

	　
	(0.153)
	(0.152)
	(0.153)
	(0.152)

	省级及以上
	1.680***
	0.741+
	1.649***
	0.735+

	　
	(0.450)
	(0.444)
	(0.451)
	(0.444)

	雇员规模对数
	
	1.179***
	
	1.178***

	　
	
	(0.0641)
	
	(0.0641)

	受教育年限
	
	
	0.0298
	0.00637

	　
	
	
	(0.0274)
	(0.0269)

	女性
	0.315
	0.384+
	0.306
	0.382+

	　
	(0.225)
	(0.221)
	(0.226)
	(0.221)

	年龄
	-0.0208*
	-0.0157+
	-0.0182*
	-0.0152+

	　
	(0.00891)
	(0.00873)
	(0.00924)
	(0.00905)

	工商联会员
	1.601***
	1.339***
	1.598***
	1.339***

	　
	(0.178)
	(0.175)
	(0.178)
	(0.175)

	干部工作经历
	0.276+
	0.207
	0.241
	0.199

	　
	(0.146)
	(0.143)
	(0.149)
	(0.146)

	党员
	0.606***
	0.353*
	0.595***
	0.351*

	　
	(0.159)
	(0.156)
	(0.159)
	(0.157)

	企业年龄
	0.108***
	0.0964***
	0.109***
	0.0966***

	　
	(0.0172)
	(0.0168)
	(0.0172)
	(0.0168)

	净资产对数
	0.916***
	0.498***
	0.908***
	0.496***

	　
	(0.0395)
	(0.0449)
	(0.0403)
	(0.0454)

	行业：农业
	-0.679+
	-0.413
	-0.651+
	-0.407

	　
	(0.368)
	(0.361)
	(0.369)
	(0.362)

	行业：工业
	-0.553**
	-0.729***
	-0.533**
	-0.724***

	　
	(0.183)
	(0.179)
	(0.184)
	(0.180)

	行业：服务业
	-0.915***
	-0.360+
	-0.910***
	-0.359+

	　
	(0.192)
	(0.191)
	(0.192)
	(0.191)

	截距项
	1.626***
	-0.707
	1.221*
	-0.792

	　
	(0.458)
	(0.466)
	(0.590)
	(0.588)

	N
	7992
	7992
	7992
	7992

	R2 
	0.2070
	0.2407
	0.2069
	0.2407


a. 括号内为标准误； b. 行业的参照组为“兼业”；
c. 年份的参照组为1997年，因简洁考虑，表中省略了年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
d.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e. 控制了省份的固定效应；
f. 人大/政协身份的参照组为“无人大/政协身份”。
[bookmark: OLE_LINK226][bookmark: OLE_LINK227]








表8：企业规模与政治关联的交互效应

	　
	是否捐款
	捐款数额（对数）

	
	模型5.1
	模型5.2
	模型5.3
	模型5.4

	人大/政协
	0.782***
	
	3.520***
	

	　
	(0.201)
	
	(0.447)
	

	人大/政协*规模
	-0.0774
	
	-0.548***
	

	　
	(0.0494)
	
	(0.102)
	

	人大/政协级别
	
	0.403***
	
	1.575***

	　
	
	(0.0864)
	
	(0.181)

	级别*规模
	
	-0.0525**
	
	-0.260***

	　
	
	(0.0203)
	
	(0.0381)

	雇员规模对数
	0.479***
	0.497***
	1.455***
	1.483***

	　
	(0.0359)
	(0.0347)
	(0.0825)
	(0.0778)

	受教育年限
	-0.0185
	-0.0206+
	0.00825
	0.00191

	　
	(0.0114)
	(0.0115)
	(0.0268)
	(0.0269)

	女性
	0.128
	0.118
	0.397+
	0.360

	　
	(0.0905)
	(0.0906)
	(0.220)
	(0.221)

	年龄
	-0.00678+
	-0.00680+
	-0.0155+
	-0.0153+

	　
	(0.00379)
	(0.00379)
	(0.00903)
	(0.00905)

	工商联会员
	0.405***
	0.423***
	1.257***
	1.321***

	　
	(0.0707)
	(0.0703)
	(0.176)
	(0.174)

	干部工作经历
	0.0587
	0.0631
	0.177
	0.191

	　
	(0.0626)
	(0.0626)
	(0.146)
	(0.146)

	党员
	0.158*
	0.173*
	0.348*
	0.378*

	　
	(0.0674)
	(0.0673)
	(0.156)
	(0.156)

	企业年龄
	0.0336***
	0.0334***
	0.0934***
	0.0938***

	　
	(0.00745)
	(0.00745)
	(0.0168)
	(0.0168)

	净资产对数
	0.152***
	0.150***
	0.498***
	0.495***

	　
	(0.0199)
	(0.0198)
	(0.0452)
	(0.0453)

	截距项
	-0.603*
	-0.641*
	-1.754**
	-1.777**

	　
	(0.268)
	(0.267)
	(0.615)
	(0.611)

	N
	7992
	7992
	7992
	7992

	R2
	
	
	0.2434
	0.2427

	log likelihood
	-3886.5754
	-3889.4421
	
	


[bookmark: OLE_LINK230][bookmark: OLE_LINK231]                    a. 括号内为标准误； b. 行业的参照组为“兼业”； c.年份的参照组为1997年；
d.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e. 模型5.1和5.2控制了省份的随机效应，模型5.3和5.4控制了省份的固定效应；
f. 表中模型均控制了行业和年份的虚拟变量，因简洁考虑，略去回归结果。











表9：企业主教育水平与政治关联的交互效应

	　
	是否捐款
	捐款数额（对数）

	
	模型6.1
	模型6.2
	模型6.3
	模型6.4

	人大/政协
	0.354
	
	0.963
	

	　
	(0.270)
	
	(0.621)
	

	人大/政协*教育
	0.0101
	
	0.0223
	

	　
	(0.0203)
	
	(0.0462)
	

	人大/政协级别
	
	0.137
	
	0.412

	　
	
	(0.119)
	
	(0.254)

	级别*教育
	
	0.00426
	
	0.000495

	　
	
	(0.00871)
	
	(0.0182)

	受教育年限
	-0.0229
	-0.0249+
	-0.00654
	-0.00174

	　
	(0.0140)
	(0.0136)
	(0.0357)
	(0.0340)

	雇员规模对数
	0.447***
	0.450***
	1.172***
	1.183***

	　
	(0.0294)
	(0.0294)
	(0.0641)
	(0.0644)

	女性
	0.125
	0.114
	0.370+
	0.336

	　
	(0.0903)
	(0.0903)
	(0.221)
	(0.221)

	年龄
	-0.00672+
	-0.00674+
	-0.0156+
	-0.0156+

	　
	(0.00378)
	(0.00378)
	(0.00905)
	(0.00907)

	工商联会员
	0.412***
	0.440***
	1.345***
	1.468***

	　
	(0.0704)
	(0.0699)
	(0.175)
	(0.174)

	干部工作经历
	0.0612
	0.0664
	0.205
	0.223

	　
	(0.0626)
	(0.0625)
	(0.146)
	(0.146)

	党员
	0.159*
	0.176**
	0.357*
	0.394*

	　
	(0.0673)
	(0.0672)
	(0.157)
	(0.157)

	企业年龄
	0.0338***
	0.0336***
	0.0957***
	0.0967***

	　
	(0.00744)
	(0.00745)
	(0.0168)
	(0.0169)

	净资产对数
	0.152***
	0.149***
	0.492***
	0.487***

	　
	(0.0199)
	(0.0198)
	(0.0453)
	(0.0455)

	截距项
	-0.448
	-0.439
	-0.590
	-0.660

	　
	(0.276)
	(0.273)
	(0.655)
	(0.642)

	N
	7992
	7992
	7992
	7992

	R2
	
	
	0.2406
	0.2381

	log likelihood
	-3887.6779
	-3892.6034
	
	


              a. 括号内为标准误； b.行业的参照组为“兼业”； c. 年份的参照组为1997年；
d.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e. 模型6.1和6.2控制了省份的随机效应，模型6.3和6.4控制了省份的固定效应；
f. 表中模型均控制了行业和年份的虚拟变量，因简洁考虑，略去回归结果。
image3.jpeg




image4.jpeg




image1.jpeg
i BUAKEKIRE

RE

-

BURF
AR £ RIIEERIEALD

Lz Ny -2

7
i
3

Atk ML, WX G





image2.jpeg
e E]

REMEIAE

BORBE]





